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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

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

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

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

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

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

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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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幸福成为政
府执政理念和人民生活追求的目标。幸福感是测量人们幸福与否及幸
福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西方学术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和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基本同义，均可翻译成“幸福感”。幸福感一般指人们对当
前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价。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国际社会关于幸
福感的研究逐渐增多。尤其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幸福感日益成为社会
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外幸福感研究一般可分为幸福感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幸福感测

量、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等几个主要方面。迪纳（Ｄｉｅｎｅｒ，１９８４）对幸福感
的概念界定、内在维度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维特斯和尼尔
森（Ｖｉｔｔｅｒｓａｎｄ　Ｎｉｌｓｅｎ，２００２）分析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及内在结构，
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性情绪和消极性情绪三个维度。
迪纳等（Ｄｉｅ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ｈ，１９９７）比较了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幸福感主观
评价指标，认为三种指标在描述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政
策制订者要重视幸福感评价等主观指标在政策制订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幸福感测量方面，主要集中于特定情境下所用测量量表的编制，不

同量表之间测量效度和信度的比较，不同层次幸福感指标的测量等。
吕波密斯基和莱珀（Ｌｙｕｂｏｍｉｒｓｋｙ　ａｎｄ　Ｌｅｐｐｅｒ，１９９９）提出了一个包含４
个问题的全球幸福感量表，通过对所收集的美国和俄罗斯的数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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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表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内在效度。利姆（Ｌｉｍ，２００８）利用已有研究
文献，比较了用４分位、５分位、７分位和１１分位利克特量表在幸福感评
分方面的差异，并通过已有数据证明１１分位利克特量表测量的幸福感
评分要显著高于用４分位和７分位量表所得评分，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波比特等人（Ｂｏｂｂｉｔ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则构造了县级层次的幸福感指数。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一般可分为个体因素和家庭、社区或国家等中

观及宏观层次的影响因素。个体因素方面，一般集中于探讨性别、年
龄、婚姻、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等与幸福感
的关系，如威尔森（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６７）详细分析了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差异
性；伊斯特林（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４，２００１）对主观幸福感与经济收入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在中观及宏观方面，哈勒和哈德勒（Ｈａ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Ｈａｄｌｅｒ，

２００６）利用分层模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研究了社会经济结构对
个人幸福感的影响，认为经济不平等状况、政治民主进度、社会关系密
切程度等均会影响个人幸福感。杨扬（Ｙａｎｇ，２００８）利用分层的年龄—
时期—队列方法（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ｃｏｈｏｒｔ）研究了社会不平等对
个人幸福感的影响，认为社会性别、种族和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对个人幸
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
近年来，国内对幸福感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一般集中于探讨户籍制

度、就业状况、经济收入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罗楚亮（２００６）、
陈钊等（２０１２）研究了户籍状况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王鹏
（２０１１）、刘斌等（２０１２）则分别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社区平均幸福感与
个人幸福感的关系。
目前，在幸福感研究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与国外相比，国内

对幸福感的研究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集中于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
讨，对幸福感测量的研究很少。二是研究对象大多局限于个人幸福感，
对家庭幸福感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家庭
生活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与其他国家相比，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
有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意义。三是数据收集方面，国内有全国代表性的
概率样本数据还比较少，尤其缺乏专门针对家庭幸福感的全国样本。
四是无论对个人幸福感还是家庭幸福感等主观评价指标的测量都有非

常大的改进空间，由于设计的缺陷或缺乏科学性，很难得出可靠的测量
结果。针对现有研究的这些不足，本文将从测量方法和实际操作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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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测量进行探讨。

二、测量方法

在幸福感的研究过程中，测量是否科学是研究结果是否可靠的前
提和基础。一方面，测量是以幸福感基本概念的准确界定、量化以及样
本的代表性为前提，只有做到对测量对象及其范围和测量内容的准确
界定，才能保证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另一方面，测量也是正确进行幸福
感影响因素分析的必要条件，只有有效的测量才能保证幸福感研究的
相关结果不发生严重偏误。
从基础数据收集的角度看，目前对幸福感的测量一般采用抽样调

查的方法。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调查有美国综合社会调查（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英国住户追
踪调查（Ｂｒｉｔｉｓｈ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人民之声（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跨国社会调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Ⅱ（１９９８）］、世界大都市幸福感和竞争力调查（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ｅｓ　２００６）、亚洲调查
（Ａｓｉａ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２００４）、生活质量调查（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６）、ＣＢＳ
民意调查（ＣＢＳ　Ｎｅｗｓ／６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Ｖａｎｉｔｙ　Ｆａｉ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ｌ　２０１１）等。国
内主要有全国城乡居民住户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０２）、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６）以及复旦
大学“和谐社区与社会资本”调查（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等。
从幸福感测量的具体指标来看，目前的主流做法是借鉴１９７２年美

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测量方式：“总体来看，你最近的幸福感程度是：１．非
常幸福，２．比较幸福，３．不是很幸福”。后续相关调查大多以此为基础，
发展出种类繁多的关于幸福感测量的各种量表。总的来说，对幸福感
的测量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单个问题的３分类、４分类或５分类的利克特

量表，将幸福感按幸福程度分为少数几个类别，如美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ＢＳ民意调查将幸福感评价分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是很幸福三
类；世界价值观调查将幸福感分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较不幸福、很不
幸福四类；生活质量调查、全国城乡居民住户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则将幸福感评价分为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好也不坏、较不幸福、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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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五大类。

１．虽然有文献（Ｐｒａａ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表明，就统计推断而言，采用Ｌｏｇｉｔ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与采用

ＯＬＳ模型所得结论等价，但在未经更多数据检验的情况下，该结论需要谨慎使用。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单个问题的７分类或１１分类利克特量表进行测
量。如英国住户追踪调查通过询问“你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如何？１．非常
不满意，……，７．非常满意”来测量个体幸福感。“和谐社区与社会资本”调
查通过“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１．强烈不同意，……，７．强烈同意”的７
分类量表来测量幸福感；香港岭南年度幸福感调查（ｔｈ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　２０１１）则采用１１分类量表对幸福感进行测量：“总的来
说，采用０－１０的１１分类量表，１０代表最幸福，你有多幸福？”

与前两种方法通过一个问题来测量个人幸福感不同，第三种方法
采用复杂量表来测量幸福感。如香港家庭调查（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９）将国外的主观幸福感量表（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改编成
中文版本，采用“一般而言，我觉得自己：１．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７．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与我大部分同辈相比，我：１．不比他们
更快乐，……，７．比他们更快乐”、“有些人一直很快乐，无论发生什么
事情，他们都热爱生活并从中得到满足。用这些话来形容你有多贴切？

１．很不贴切，……，７．十分贴切”、“有些人经常不快乐，虽然他们并不
抑郁。用这些话来形容你有多贴切？１．很不贴切，……，７．十分贴
切”共４个问题，每个问题均采用７分类的利克特量表进行测量，通过
对４个问题得分的汇总得到幸福感最终评分。

对幸福感进行测量的这三种方法均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种方法仅
将幸福感分为诸如“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较不幸福、很不幸福”几
大类，不仅不同类别之间的真正差异无法测量，而且在具体定量分析中
也存在很大局限性。如罗楚亮（２００６）基于２００２年全国城乡居民住户
调查数据，以个人幸福感主观评价为因变量，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来分析个
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对因变量进行赋值时，将幸福感分类中的“非
常幸福”和“比较幸福”赋值为１，而将“不好也不坏、不太幸福、很不幸
福”赋值为０。这样就人为强制设定了“不好也不坏”这一选项为“不幸
福”类别，与“不好也不坏”选项的本意并不一致，因此采用这种编码方
法并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所得结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１刘斌等（２０１２）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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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 ＯＬＳ回归分析研究社区平均幸
福感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该研究将“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
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１、２、３、４、５”，然后计算社区的平均幸福感和
个人幸福感。暂且不论社区层次变量和个人层次变量运用ＯＬＳ回归
分析的恰当性和有效性，单就对个人幸福感的编码方式而言，就存在强
制设定不同幸福感相邻类别差距为１的主观假定。由于这种假设与现
实是否一致本身就存在很大疑问，从而造成该研究结果的有效性也同
样值得怀疑。

２．虽然采用多元回归，通过控制个体特征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自评异质性问题，但统计控制
本身作用比较有限，做不到对自评异质性的较大改善。

第二种方法通过７分类或１１分类的利克特量表对幸福感进行测
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第一种方法进行量化分析时的局限性，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如陈钊等（２０１２）将生活满意度近似于幸福感，并将“我对自
己的生活感到满意：１．强烈不同意，……，７．强烈同意”分别赋值为１
到７。运用这种赋值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时，可以部分避免第一种方法
存在的局限性，更适合于使用统计模型进行分析。但是，这种方法与第
一种方法一样，也容易受到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即由于每个人打分时的
评判原则或标准不一样，从而使得人们给出的幸福感评分之间的可比
性会存在一定问题。以香港岭南年度幸福感调查采用的１１分类量表
为例，假设甲乙两人同样给各自的幸福感评了７分，但在甲的幸福感评
价体系中认为６分（含）以上就称得上幸福，而乙则认为８分（含）以上
才是幸福的。因此，由于甲乙两人对个人幸福感评价的基准不一致，同
样的７分，甲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乙则认为自己不幸福。因此，如果
不对自评异质性问题进行统计控制，直接运用评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会存在一定问题。２

第三种方法，即采用复杂量表对幸福感进行测量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幸福感测量的复杂量表大多专门针对某一特定情境（如特定人群、

特定地区、特定时期）而编制，由于对特定情境的强依赖性使得其外在
效度和可推广性不高。虽然已有的复杂量表（如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容易评估，但其外在有效性却无法真正测量。二是虽然尚未
发现运用一个简单问题对幸福感进行测量（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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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用复杂量表进行测量两种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从简约性原
则和成本控制角度考虑，没有证据让我们舍弃第一种、第二种这种单问
题测量方式而选择复杂量表进行测量。三是即便是复杂量表，如主观
幸福感量表所包含的四个问题也均采用７分类利克特量表，其本身同
样存在前两种方法中的自评异质性问题。
比较这三种方法，我们发现：第一种方法由于将幸福感划分为有限

几个分类，因此定量分析时会出现较大问题；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
与第一种方法一样，都存在自评异质性问题，但第三种方法过于复杂，
且其外部有效性和可推广性也值得怀疑。因此，如果能找到克服自评
异质性的方法，第二种测量方法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其实，不仅在幸福感测量中存在自评异质性问题，所有主观概念的

测量，如个人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均存在自评异质性问题。亚历山
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９７８）很早就探讨了调查研究中情境选择测量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的应用问题。芬奇（Ｆｉｎｃｈ，１９８７）比较了美英两国在关于信
念、规范等方面的情境化测量中存在的差异。２１世纪以来，更是涌现
出一批运用情境化测量的研究成果，如享特（Ｈｕｎｔｅｒ，２００９）探讨了情
境化测量方法如何运用于研究患者对使用电子医疗记录的态度；金
（Ｋｉｎｇ，２００４）、赖斯（Ｒｉｃｅ，２０１０，２０１１）、格罗尔—普罗科普兹克（Ｇｒｏｌ－
Ｐｒｏｋｏｐｃｚｙｋ，２０１１）使 用 引 入 “锚 点”的 情 境 测 量 法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Ｖｉｇｎｅｔｔｅｓ）来评估不同群体间自我健康评价的差异；卡普坦（Ｋａｐｔｅｙｎ，

２００７）、詹宁斯（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１）则分别探讨了工作称职状况等劳动经
济领域情境选择测量方法的应用问题。此外，斯伯丁（Ｓｐａｌｄｉｎｇ，

２００７）、帕卡涅拉（Ｐａｃｃａｇｎｅｌｌａ，２０１１）还专门讨论了情境选择测量法的
信度和效度、样本选择性等问题。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知，虽然情境选择测量法比较复杂，且在不同

研究中的具体操作化方法也不一样，但其核心思想却比较一致，即将所
有人的比较基准统一调整到同一起点。以自我健康评价为例，由于不
同群体、不同个人对健康的定义、判断标准和期望水平等可能存在显著
差异，相同的自我健康状况评分很可能代表不同的健康状况。已有研
究（Ｉｄｌｅｒ，１９９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ｉ，１９９９）表明，不同性别、种族、年龄的群体关
于健康的标准存在很大差异。国际上一般使用引入“锚点”的情境选择
测量法来克服自我健康评价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如坦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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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ｎｄｏｎ，２００２）提出了健康测量中引入“锚点”的情境选择测量法，即
首先请受访者就自己的健康状况做出主观评价（采用５分类利克特量
表），然后再请受访者使用同样的５分类利克特量表对一组可以清楚排
序的情境进行评价，通过受访者对这组情境的评价来修正自我健康评
价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具体修正方法是对各个情境进行排序并
赋分，使用５分类利克特量表一般会设置５个标准化情境，并按照健康
状况由好到坏分别赋值为４、３、２、１、０分。假设受访者对自我健康状况
评价为３分，如果受访者自我健康评分与其对场景２的评分相同，而场
景２的实际赋值分数为２分，则受访者对自我健康状况的评价得分便
会被调整为２分，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不同受访者因为对健康
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不同所造成的自评异质性问题。

３．本文数据均来源于“六普”及“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后者主要包括被调
查者个人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对家庭幸福感的评价、配偶及两性关系、子女
情况６个部分。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经过问题２调整后的问题１所得评分与个人和家
庭特征、配偶和两性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邻里关系等各个分项的得分高度相关。即使我们
使用比较复杂的量表，如包括上述各种特征和关系的加权得分，所得结果与使用单一问题仍
基本一致。因此，从简约的角度考虑，本文主要使用问题１来测量家庭幸福感，使用问题２来
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的自评异质性问题。

与自我健康评价相比，家庭幸福感的测量更加主观。自我健康状
况的自评异质性可以通过引入能够客观评价的标准化情境来加以克

服，而家庭幸福感的标准化场景却不容易建立。鉴于目前国内外均没
有家庭幸福感测量及幸福感自评异质性克服方法的相关研究，因此，本
文主要借鉴健康测量中克服自评异质性的主要思路，使用问题１（１１分
类的利克特量表）来测量受访者家庭幸福感的自我评价，并采用问题２
来校正问题１所得评分。３两个问题均采用相同的测量原点，这样可起
到测量标准化的作用，使测量对象的主观感受可量化，且不同对象的测
量结果具有可比性。
问题１：请给您目前的家庭幸福感评分（最高为１０分，最低为０

分）；
问题２：在对幸福评分中您认为几分以上是幸福的（最高为１０分，

最低为０分）？
问题１要求受访者对自己的家庭幸福感进行自我评分，最高得分

为１０分，最低得分为０分，中间分数为５分。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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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罗楚亮，２００６；刘斌等，２０１２）均将利克特量表的中间值作为幸福
的临界点，即高于中间值定义为幸福，低于中间值定义为不幸福，本文
认为不同群体的幸福临界点很可能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将量表中间值
作为幸福与否的临界点也同样可能存在严重问题。如甲乙两人均给各
自家庭幸福感评了７分，但甲认为５分以上就称得上家庭幸福，乙则认
为８分以上的家庭才是幸福的。因此，由于甲乙两人对家庭幸福感基
准认知的不一致，同样的７分，甲认为自己家庭幸福，乙则认为自己家
庭不幸福，从而说明家庭幸福感认知基准的显著差异很可能会造成家
庭幸福感测量中的自评异质性问题。

“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通过引入问题２试图克
服测量中由于比较基准的不一致而造成的自评异质性问题。问题２的
主要目的就是要测量每个人家庭幸福感的比较基准（幸福临界点），高
于这个比较基准则该受访者被认为家庭幸福，本文通过问题２测量出
的比较基准来校正问题１所得家庭幸福感评分。

具体操作方面，本研究采用标准化方法来解决家庭幸福感测量中
遇到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标准化方法主要有等比例标准化方法和等距
离标准化方法，两者虽然在具体操作上不一样，但其核心思想是一样
的，即将“在对幸福评分中您认为几分以上才是幸福的”中的得分（以下
简称评分基准或幸福临界点）统一调整到６分，４从而使得不同个体的
家庭幸福感评分之间具有可比性。

４．幸福基准本身是人为确定的，主要是为了有一个统一的调整参照或尺度，可以为６分，也
可以为任意一个其他分数。本文将幸福基准设定为６分，主要是考虑到符合常规做法。

等比例标准化方法假定调整后的得分与评分基准（本文设定为６
分）之比等于原始分数与幸福及格线之比。具体操作方面，以表１中的
案例２和案例３为例说明。案例２和案例３的家庭幸福感评分分别为

７．６５分和６．６６分，前者高于后者，但其幸福临界点分别为８分和６
分。我们将每个案例的幸福基准统一固定在６．００分，调整系数定义为

６分除以幸福临界点的所得结果，案例２和案例３的调整系数分别为

０．７５（即６／８）和１（即６／６）。这样，案例２和案例３的家庭幸福感最终
得分分别为５．７４分和６．６６分。虽然案例２的家庭幸福感最初评分高
于案例３，但由于两者幸福临界点的差异，导致其最终得分低于案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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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也可看到自评异质性对测量结果可能造成的扭曲作用。
表１：家庭幸福感等比例标准化方法

案例 幸福感评分 幸福临界点 调整基准 调整系数 最终得分

１　 ７．９８　 ７．００　 ６．００　 ０．８６　 ６．８４
２　 ７．６５　 ８．００　 ６．００　 ０．７５　 ５．７４
３　 ６．６６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　 ６．６６
４　 ８．２４　 ７．００　 ６．００　 ０．８６　 ７．０６
５　 ８．０１　 ５．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　 ９．６１
６　 ６．９０　 ７．００　 ６．００　 ０．８６　 ５．９１

　　等距离标准化方法假定调整后的得分与评分基准（本文设定为６
分）之差等于原始分数与幸福临界点之差。同样以表１中的案例２和
案例３为例，案例２和案例３与幸福临界点的距离分别为－０．３５分
（即７．６５－８．００）和０．６６分（６．６６－６．００）。将每个案例的幸福基准也
统一固定在６．００分，则案例２和案例３的家庭幸福感最终得分分别为

５．６５分（６．００－０．３５）和６．６６分（６．００＋０．６６）。同样，案例２的家庭
幸福感最终得分低于案例３。
鉴于家庭幸福感等比例标准化方法与等距离标准化方法的最终调

整结果相差不大，本研究采用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
化处理。

三、数据收集及质量评估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六普”及“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２０１１年主要采用网络调查，２０１２年主
要采用实地抽样调查，同时进行了少量网络调查。不同的调查方式为
比较数据收集方法的有效性和代表性提供了便利。

（一）数据收集
１．网络调查
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低成本和高效率等优势，网络调查在我

国日益普及。与实地调查相比，网络调查一般面向自愿参加调查的上
网群体，并通过后台数据库和逻辑结构对网络答题进行实时控制，调查
所得结果也能第一时间传回数据库，因而比实地调查更加方便和快捷。

２０１１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主要采用网络调查方式，
共获得网络样本１２　６８３份。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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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也进行了网络调查，共获得网络样本３　４２４份。

２．实地抽样调查
为获得对全国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

点问题调查”主要采用实地抽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首先采用分层
概率比例抽样方法，抽取了北京、浙江、安徽、甘肃、河南、四川、辽宁七
个省份（直辖市）作为样本点。接着根据全国各县（市、区）最新的经济、
社会和人口等发展状况，同样采用分层概率比例抽样方法选取抽中省
份中接受调查的县（市、区），每省抽取３个县（市、区）。随后，采用系统
抽样法抽取样本县（市、区）中的社区和住户，每个县抽取６个社区，每
个社区抽取５０个住户。最后，在每个抽中的住户中，通过入户抽样表
随机抽取一名家庭成员作为接受调查者。５２０１２年实地调查设计总样
本量为６　０００份，其中，北京地区样本量为６００份，其他６个省份每省
样本量为９００份。本次调查共获得１８周岁及以上成年人有效样本

５　５４７个，有效样本为９２．４５％。

５．本文所说的家庭幸福感，即是指被抽取家庭成员关于自己所在家庭的成员关系、日常生
活、家庭经济状况、邻里关系的综合评价。

（二）数据质量评估
与实地调查相比，网络调查存在诸多缺陷。首先，网络样本由于网

络群体的特殊性而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很难有代表性；其次，
网络调查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激励，应答率常常会比较低；另外，网络
调查中被调查者身份和回答内容的真实性很难保证。２０１１年网络调
查由于有回答问题即可参与抽奖的物质激励，出现了小规模的重复应
答人群。而２０１２年网络调查由于没有相应的物质激励，应答率很低。

２０１２年网络样本共有３　４２４人，而包含家庭幸福感评分的有效样本仅
为７４７人，应答率仅２１．８２％。下面以“六普”数据为评价标准，对网络
调查和实地抽样调查的偏差进行分析。
年龄结构方面，２０１２年实地调查数据对全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而

２０１２年网络调查样本中城镇人口、７０后和８０后群体（７０后指１９７０年至

１９７９年期间出生，８０后指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９年期间出生，以此类推）、男性、
离婚人口、大学专科及以上群体、体制内职业人口占比明显偏多。
城乡结构方面，实地调查的农村样本量略高于城镇，而网络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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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样本量远大于农村，城镇占比高达８３．４４％。从年龄分布来看，实
地调查与“六普”分年龄段人口除了９０后较少外，其他年龄段人口都比
较接近（见表２）。网络调查中８０后和７０后占比明显过高，反映了我
国网民以８０后和７０后为主体的现状。

表２：样本年龄分布情况（％）

出生年代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 实地调查 网络调查

４０后 １０．０５　 １３．２３　 ０．５６
５０后 ２０．０６　 １８．３２　 ４．６３
６０后 ２０．４５　 ２５．４９　 １６．６１
７０后 １９．８５　 ２１．９１　 ３１．７５
８０后 １４．６０　 １６．４０　 ４０．３４
９０后 １４．９９　 ４．６４　 ６．１０

　　婚姻状况方面，实地调查的离婚人口占比、丧偶人口占比与“六普”

很接近。由于本次调查的成人问卷只调查１８周岁及以上人口，因此，

实地调查的未婚人口占比明显低于“六普”数据。网络调查除了未婚人
口占比与“六普”比较接近外，离婚人口占比明显偏高，丧偶人口占比明
显偏低。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实地调查中各受教育程度人群占比与“六普”

非常接近，而网络调查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群占比明显过高（见表３）。
“六普”中１６周岁及以上人口的大学本科占比为４．２０％，实地调查为

５．５０％，网络调查则为３９．８９％。同样，“六普”中１６周岁及以上人口
的大学专科、研究生占比分别为６．３０％、０．３８％，实地调查分别为

７．５２％、０．２９％，网络调查分别为２９．１８％、９．６２％，明显偏高。文盲、

小学、初中在网络调查中的占比则明显过低，分别为０％、０．５５％和

４．０４％，而实地调查分别为５．５３％、１９．３２％和４０．４８％，这与 “六普”结
果（分别为５．０９％、２３．８８％和４３．５４％）非常接近。

表３：样本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

受教育程度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 实地调查 网络调查

未上过学 ５．０９　 ５．５３　 ０．００
小学 ２３．８８　 １９．３２　 ０．５５
初中 ４３．５４　 ４０．４８　 ４．０４
中专或高中 １６．６１　 ２１．３７　 １６．７２
大学专科 ６．３０　 ７．５２　 ２９．１８
大学本科 ４．２０　 ５．５０　 ３９．８９
硕士及以上 ０．３８　 ０．２９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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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类别方面，与实地调查相比，网络调查中农业劳动者占比过
低。实地调查中农业劳动者占比４１．６７％，与“六普”１６周岁及以上的
农村地区人口比例比较接近（４８．２０％），而网络调查中农业劳动者占比
仅为０．３３％，明显过低。网络调查中的事业单位、国企、私企、公务员、

学生占比要高于实地调查，而个体工商户、离休和退休人员、下岗失业
人员等占比则低于实地调查。

性别分布方面，实地调查与“六普”数据差异较大。“六普”１６岁及
以上人口男性占比５０．５７％，女性占比４９．４３％，男性略高于女性。实
地调查女性在占比方面稍高于男性，网络调查男性占比高达６０．０２％，

严重偏离“六普”数据。

总体来说，２０１２年实地调查数据对全国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应答
率、数据质量均较高，因此，本研究主要使用２０１２年实地调查所得数
据。数据中有些偏差可能会严重影响测量结果，有些可能影响不大，例
如，如果将全国、城镇和农村分别按照男女性别各占５０％（接近“六普”

数据的性别分布）进行加权处理，则全国人口、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
家庭幸福感变为６．９０分、６．８３分和６．９４分，与现在的６．９０分、６．８４分
和６．９５分相比，全国人口的家庭幸福感基本没有变化，城镇和农村的家
庭幸福感均降低０．０１分，差异非常细微。鉴于对性别加权与否对最终
结果基本没有影响，因此本研究不对性别进行加权处理。

四、标准化测量的结果及意义

（一）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自评异质性方面，全国家庭“几分以上是幸福的”平均分为７．２７

分，显著高于通常认为的及格线（６分）。其中，农村家庭平均分为７．１３
分，要低于城镇家庭的７．４７分（见表４）。ｔ检验结果表明，城乡之间这
种差异统计性显著（显著度为０．０００）。因此，城乡居民家庭之间存在
自评异质性问题，即城乡居民对家庭幸福感的评价基准不一致。

表４：分城乡的自评异质性
分城乡 几分以上是幸福的 人数

农村人口 ７．１３　 ３　２５０
城镇人口 ７．４７　 ２　２９７
全国人口 ７．２７　 ５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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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城乡外还存在分年龄的自评异质性问题。如表５所示，４０后
“几分以上是幸福的”平均分为７．０７分，５０后为７．１８分，６０后为７．２９
分，７０后为７．３２分，８０后为７．３５分，９０后为７．５６分，各年龄段之间
均存在差异。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龄组之间在“几分以上是幸福的”

平均分上至少在两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表５：分年龄的自评异质性
出生年代 几分以上是幸福的 人数

４０后 ７．０７　 ７３５
５０后 ７．１８　 １　０２０
６０后 ７．２９　 １　４２０
７０后 ７．３２　 １　２２３
８０后 ７．３５　 ９１２
９０后 ７．５６　 ２５６
合计 ７．２７　 ５　５６６

６．男女双全户，指子女中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纯女户指子女中只有女孩的家庭，纯男
户指子女中只有男孩的家庭。

　　运用ＯＬＳ模型，可以分析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被调
查者“几分以上是幸福的”所给出的分数，自变量包括被调查者的户籍
（农村赋值为１，城镇赋值为０）、出生年代（以９０后为参照，分为４０后、

５０后、６０后、７０后和８０后）、性别（女性赋值为１，男性赋值为０）、受教
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分为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婚姻状况
（以未婚为参照，分为初婚、再婚、离异、丧偶）、子女结构（以男女双全
户６为参照，分为纯男户和纯女户）、家庭收入状况（以低收入家庭为参
照，分为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和住房状况（以住房状况一般家庭为参
照，分为住房状况良好家庭、住房状况较差家庭）等。

最终结果如表６所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村“几分以上
是幸福的”评分要显著低于城镇，农村居民的评分基准要比城镇居民低

０．３８５分。年龄方面，４０后、５０后、６０后、７０后和８０后的“几分以上是
幸福的”评分要显著低于９０后，比９０后分别低０．５２１分、０．４１４分、

０．２９７分、０．２８６分和０．２２３分。另外，住房状况较差家庭“几分以上是
幸福的”评分也要比住房状况一般家庭低０．３３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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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系数 ｔ值 显著度

农村 －０．３８５　 ０．０５０ －０．１２１ －７．７４３　 ０．０００

生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９年 －０．５２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２ －３．７２８　 ０．０００
生于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０．４１４　 ０．１３２ －０．１０２ －３．１３０　 ０．００２
生于１９６０－１９６９年 －０．２９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８２ －２．３１３　 ０．０２１
生于１９７０－１９７９年 －０．２８６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５ －２．２３０　 ０．０２６
生于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 －０．２２３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２ －１．８１８　 ０．０６９

女性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　 ０．３２３　 ０．７４６

初中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７　 １．４８４　 ０．１３８
高中 ０．０１３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８７　 ０．８５２
大专及以上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２６ －１．３４９　 ０．１７７

初婚 ０．００３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９７０
再婚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９７１　 ０．３３２
离异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４４０　 ０．６６０
丧偶 －０．０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７ －０．３４６　 ０．７２９

纯女户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１０ －０．７４３　 ０．４５７
纯男户 －０．１０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３ －１．６７５　 ０．０９４

中等收入家庭 －０．０２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３０９　 ０．７５８
高收入家庭 ０．０９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０７　 ０．５０７　 ０．６１２

住房状况良好家庭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　 １．８４３　 ０．０６５
住房状况较差家庭 －０．３３２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３ －３．７８１　 ０．０００

截距 ７．８０３　 ０．１３８　 ５６．６２８　 ０．０００

　　　　注：Ｒ２＝０．０２３。

（二）测量结果
城乡家庭幸福感评分结果如表７所示。标准化后的全国家庭幸福

感评分为６．９１分，显著低于未经标准化的８．１６分。以城乡家庭幸福
感状况差异为例可以进一步说明标准化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未经标
准化的农村家庭幸福感得分为８．０６分，城镇为８．３０分，且统计检验显
著（ｔ检验显著度为０．０００），但由于农村家庭“几分以上是幸福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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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７．１３分）低于城镇家庭（７．４７分），因此，标准化后的农村家庭幸福
感得分为６．９６分，高于城镇家庭的６．８４分。ｔ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化
后的农村家庭幸福感高于城镇，且统计检验显著（显著度为０．００９）。

表７：城乡评分情况
分城乡 标准化得分 未经标准化的得分

农村 ６．９６　 ８．０６
城镇 ６．８４　 ８．３０
全国 ６．９１　 ８．１６

　　从家庭幸福感评分分布来看，标准化后的家庭幸福感评分集中于

６分到９分的区间范围，其中６分到７分（不含）占比４１．３３％，７分到９
分（不含）占比２６．９７％，二者合计６８．３％。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
得分集中于７分到１０分的区间范围，其中７分到９分（不含）占比

４２．５７％，９分到１０分占比４３．９８％，二者合计８６．５５％。标准化和未
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评分，无论是总体均值还是具体分值分布，差异
都非常明显（参见图１）。

图１：评分分布情况

（三）一个研究示例：社区融合状况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下文将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来检验家庭幸福

感标准化与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在社区融合对居民影响
方面做了大量研究（Ａｘｉｎ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崔岩，２０１２）。目前国内
社区融合研究一般局限于理论和政策层面的探讨，定量研究很少，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获得社区层面的定量数据，从而无法获得社区
融合状况的定量化指标。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为

·４５１·

社会·２０１３·６



研究社区融合与家庭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可能。７

鉴于社区层面数据和个人层面数据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本研究
利用分层模型来研究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
的因变量为家庭幸福感评分，分别就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评分和未经
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评分做两个模型，以便进行对比分析。自变量为
社区层次的社区融合指标。限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的社区融合指标
主要包括经济融合、社会融合、融合总体状况评价三部分。经济融合指
标主要包括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和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两个变量。其
中社区平均家庭收入不平等用社区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方差８表示。社
会融合指标主要包括社区邻里互动指数和邻里关系评价两个变量。社
区邻里互动指数是用每个社区中被调查居民在“与邻居见面互打招
呼”、“帮邻居家或请邻居帮自家修理家具、设备等”、“受邀到邻居家做
客或者邀请邻居到自己家做客”、“向邻居借钱或借给邻居钱”、“邻居不
在家时，为邻居看门”共５个问题中每题有过相关行为比例的均值表
示。对融合总体状况的评价本文使用每个社区中的被调查者对所在社
区的总体评价的均值来近似表示。

７．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热点问题调查”问卷包括了家庭居民去年家庭总收入、邻里关系评
价、与邻里日常互动情况、对居住社区的总体评价等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分社区的家庭
总收入均值获得社区平均家庭收入，通过邻里关系评价及与邻居互动情况获得社区的总体邻
里关系情况，通过每个家庭对所在社区的总体评价获得所在社区的总体情况。

８．社区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方差表示社区居民与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的差异性，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代表收入不平等状况。

９．根据本研究的抽样方法，每个家庭只抽取１人调查其家庭幸福感程度，因此从分层模型的
数据层次定义规则看，家庭状况变量与个人变量同处于微观层次。

控制变量为个人或家庭层次９的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收入、住房状
况、子女结构、被调查者年龄、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参
见表８）。
表９为分层模型的最终结果。在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

的模型结果中，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社区
邻里互动指数、邻里关系评价、所在社区整体评价均取得了显著性统计
结果。具体而言，经济融合方面，在控制层一变量的情况下，社区平均
家庭年收入每提高１万元，居民家庭幸福感提高０．１４９３分；社区家庭
收入不平等状况每提高１个单位，居民家庭幸福感将降低０．０１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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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分层模型所用变量信息
变量名称 均值（比例）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评分 ８．１５　 １．５１　 ０　 １０

　标准化后的家庭幸福感评分 ６．９２　 １．６４　 ０　 １０
层二自变量（１２０个案例）

　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万元） ４．５９　 ２．７１　 １．８０　 １７．１４

　社区邻里互动指数 ０．４７　 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８１

　邻里关系评价 ８．６６　 ０．６９　 ６．８５　 ９．９１

　所在社区整体评价 ７．５６　 ０．９３　 ４．５６　 ９．４８

　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 １１．７８　 １９．５６　 ０．４７　 １２４．１２
层一控制变量（５２９６个案例）

　中等收入家庭 ０．８７　 ０．３４　 ０　 １

　高收入家庭 ０．０２　 ０．１２　 ０　 １

　住房状况良好家庭 ０．４３　 ０．４９　 ０　 １

　住房状况较差家庭 ０．０７　 ０．２５　 ０　 １

　　注：限于篇幅，本表只列出因变量、层二自变量以及部分层一控制变量的信息。

表９：分层模型最终结果

效应估计
家庭幸福感标准化的模型

系数 标准误 显著度

家庭幸福感未经标准化的模型

系数 标准误 显著度

层一截距：Ｂ０
层二截距：Ｇ００　 ３．０９８２　 ０．６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７５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２
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Ｇ０１　 ０．１４９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４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Ｇ０２－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４
社区邻里互动指数：Ｇ０３　 １．４００７　 ０．５４８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５８　 ０．３０８　 ０．５９０
邻里关系评价：Ｇ０４　 ０．１７４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２　 ０．６１４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０
所在社区整体评价：Ｇ０５　 ０．１４６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７　 ０．１９０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注：限于篇幅，本表只列出层二自变量的最终结果。层二变量的标准化模型
Ｒ２＝０．０４４５，估计可靠性＝０．８６５，非标准化模型Ｒ２＝０．１４８８，估计可靠性
＝０．５９２。

社会融合方面，在控制层一变量的情况下，社区邻里互动指数每提高１
个单位，居民家庭幸福感将提高１．４００７分；邻里关系评价每提高１分，

居民家庭幸福感将提高０．１７４６分。融合总体状况评价方面，居民对所
在社区整体评价每提高１分，家庭幸福感将提高０．１４６４分。

在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结果中，社区平均
家庭收入、邻里关系评价、所在社区整体评价三个变量也取得了显著性
结果，但影响系数与采用标准化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有很大
差异。社区平均家庭年收入的影响系数（０．０９４２）要小于标准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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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０．１４９３），而邻里关系评价和所在社区整体
评价的影响系数（０．６１４２、０．１９０８）则要高于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
因变量的模型（０．１７４６、０．１４６４）。
值得注意的是，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社

区家庭收入不平等和社区邻里互动指数均未取得统计显著性结果，且
邻里互动指数的系数方向（－０．１６５８）与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
量的模型相反（１．４００７），即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
型中，邻里互动指数每提高１个单位，居民家庭幸福感将降低０．１６５８
分，这与实际经验明显不符。

五、结语

主观幸福感、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等自我评价指标测量中普遍存
在自评异质性问题，即每个人打分时使用不同的评判原则或标准，因此
导致人们给出的主观评分不具有可比性。如果不消除自评异质性问
题，将会影响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鉴于国内外幸福感等主观
感受测量中还未考虑到自评异质性问题，本研究借鉴国外健康和工作
满意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测量中首次引入“测量锚点”，并采用“等比
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此达到控制自评异质
性的目的。
与国内外许多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非常重视样本对全

国的代表性，采用分层概率比例抽样、系统抽样、入户抽样等方法依次
选取了接受调查的省份、县（市、区）、社区、住户及住户中接受调查者。
数据质量评估结果表明，本研究所用实地调查数据对全国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而网络调查数据则明显有偏，城镇人口、７０后和８０后群体、
男性、离婚人口、大学专科及以上群体、体制内职业人口占比明显偏多。
利用２０１２年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结果来评估家庭幸福感自评异

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通过使用 ＯＬＳ模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
下，农村“几分以上是幸福的”评分要显著低于城镇。年龄方面，４０后、

５０后、６０后和７０后的“几分以上是幸福的”评分要显著低于９０后。因
此，家庭幸福感测量中的城乡结构和年龄结构都存在自评异质性问题，
这也说明了引入“测量锚点”并采用“等比例标准化方法”来控制自评异
质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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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方面，标准化与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评分存在显著
差异。标准化后的家庭幸福感评分为６．９１分，显著低于未经标准化的

８．１６分。从评分分布来看，标准化后的家庭幸福感评分集中于６分到

９分的区间范围，而未经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得分集中于７分到１０分
的区间范围。
本研究还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利用分

层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处理与未经标准化处理在研究结论方

面存在的显著差异。标准化后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社
区平均家庭年收入、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状况、社区邻里互动指数、邻
里关系评价、所在社区整体评价均取得了显著性统计结果。而未经标
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中，社区家庭收入不平等和社区
邻里互动指数均未取得显著性统计结果，且邻里互动指数的系数方向
与标准化的家庭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正相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
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引入“测量锚点”并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必要性。

１０．复合测量是对自我健康评价、幸福感等主观变量进行多次独立测量的方法。如在家庭幸
福感测量中，同时使用７分类利克特量表和１１分类利克特量表进行测量。

由于国内外还没有关于家庭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的一些
结论还需要后续研究进行验证。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控制
自评异质性的方法，尝试制订家庭幸福感的标准化场景和相应赋分方
法，从而更好地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的自评异质性问题。同时，通过
引入“复合测量”１０（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等技术手段，也可以对自
评异质性问题进行更好的控制。此外，由于社区层次变量的有限性，本
文探讨的社区融合状况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
在后续调查中不断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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